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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学边疆研究是推动中国边疆研究从传统边疆史地研究向现代专门化学术研究转型的
主导力量，也是大学参与边疆开发与建设的重要体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学边疆研究为南京国民政府抗战救国方
针下各种相关具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深化了人们对边疆社会的认识，推进了大学相关学术理论与研
究方法的中国化进程，也为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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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清后期至

民国的百余年间随着中国社会形态从古代王朝国家向现代

民族国家转型的完成，实现了从中国传统边疆史地研究向

现代专门化学术研究的转型。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这一重

要学术转型与中国近现代以来内乱不止、外祸不息的社会

发展环境息息相关，既继承了中国传统边疆问题研究的一

些优良传统，也是近现代以来西方相关学科特别是民族学、

人类学及社会学等领域学术发展的影响及中国学者可贵的

学术本土化努力的直接结果。同时，这一学术研究转型的

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无论在研究的理论与指导思想、研究

的视角与方法、研究的内容与领域、研究的学术体制及组

织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转型的影响也是广

泛而深远的，它使边疆问题研究进入了现代专门化学术发

展的轨道，并成为现代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

广泛的影响。

边疆研究的学术转型与中国近现代以来特别是南京国

民政府时期大学独特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密不可分，它立足

于当时大学中开始出现并不断完善的专门化学术研究体系，

并通过大学边疆研究问题的开展促进了大学学术研究的本

土化；它也折射出当时大学与边疆社会的特殊关系及大学

学者所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正是通过一大批以大学学者

为主体的深具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怀的研究群体的不懈努力，

在中国边疆问题研究领域内，诸多学科如民族学、人类学、

社会学及相关的畜牧、医学、农林、矿业等学科的研究逐

步开展并日渐深化，并使大学与边疆社会互动达到前所未

有的深度与广度。

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的边疆问题研究及
大学的早期参与

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的百余年间，伴随着中国
社会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中边疆危机的凸显，出
于经世致用的研究目的，以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及官僚为主
的学者围绕边疆治理与界务问题展开了边疆问题研究，在
酝酿于康雍乾时期后于嘉道咸时期迎来第一次研究高潮，
“到２０世纪初，持续不断的这类研究汇入以反对帝国主义
列强侵华 （首当其冲是边疆地区）为主旋律的中国边疆研
究发展大潮之中，并再次形成中国边疆研究的新高潮”。①

但这些传统边疆的研究大都局限于传统边疆史地的研究，

极少有对边疆地区民族、宗教及社会的系统研究，更没有
针对边疆地区的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因此仍属于传统学
者的治学范畴，无法划归到现代学术研究的范畴中。

中国边疆问题研究划归到现代学术研究的范畴中则始

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由西方传教士、旅行家、商人、外交官、

军事家及自然科学家开创的西南边疆调查研究，其中尤以
葛维汉、叶长青等传教士的贡献为最，时任金陵大学教授
的徐益棠称： “我国边疆民族之研究，创始于外国之传教
师，商人，领事，军事家，自然科学家，而尤以法国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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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徒及英国之基督教徒最有贡献……盖自鸦片战争以后，

西人之旅行吾中华者，年有增加，归辄录其所见闻者以成
书，虽精审者少，然经政府以及学术团体之奖掖与提倡，

其中亦不乏高明之作，而尤以１９０６年前后为最发达，盖其
时吾国国势凌替，列强正谋划蚕食我边疆之会也”。②

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大学中的研究者对于边疆问
题研究并不十分关注，边疆问题研究在大学中并不占据重
要地位，仅有私立东陆大学及华西协和大学等极少数大学
开展专门性的边疆问题研究，而华西协和大学的边疆研究
主要由西人主导，中国学者极少有参与者。但一些大学中
与边疆问题研究相关的课程的开设和系所的设置为此后边

疆问题研究的兴起提供了组织保障和人才储备，如与边疆
问题研究关系密切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所及课程于２０世纪
二十年代前后先后在沪江大学、北京大学、金陵大学、燕
京大学及厦门大学等大学开设。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成
立之前大学中包括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农学、医学、

地理学、生物学等诸多学科的发展为之后大学边疆问题研
究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另外，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的十余年间，先后有大
批学者在欧美等国从事社会学、民族学等专业的学习。他
们中的一些人如在美国留学的潘光旦、吴文藻、吴泽霖、

吴景超、言心哲、陈序经、胡体乾、李景汉等，在法国留
学的杨堃、凌纯声、柯象峰、胡鉴民、徐益棠、卫惠林等，

在英国留学的陶孟和、在德国留学的陶云逵及在菲律宾大
学研究院师从美国导师学习的林惠祥等学成回国后大都在

高校任教，并成为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大学人类学、民
族学及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围绕边疆问题展开研究的中坚力

量。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边疆问题
研究活动的发展脉络梳理

（一）边疆危机的直接应对与全面抗战前大学边疆研究
活动的兴起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边疆问题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
展，这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历史上丰富的边
疆研究史料为边疆问题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资源；

前期西方相关学术著作的译介、相关学术研究理论的引进
为开展边疆问题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学术基础；社会学、人
类学和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的建立及完善③、诸多边疆
问题研究团体的成立为开展边疆问题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研

究体制保障；南京国民政府为应对国内外政治危机而对边
疆问题研究的需要为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支

持。④

边疆问题研究也为民国知识分子群体实现经世致用的

学术理想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特别为那些留学海外的
研究者通过规范的学术研究尤其是田野调查推进相关学科

和理论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绝佳的用武之地。也正是以大
学师生 （包括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所展
现的高度学术自觉意识和救亡图存责任担当，使得南京国
民政府时期的边疆问题研究拥有了绵延不断的精神动力。

大学是一个社会中知识精英最集中的地方，是一个社会学

术发展的前沿阵地，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及社会服务于
一体的运行特征使大学在边疆问题研究中自然显现出得天

独厚的优势。

徐益棠在论及２０世纪三十年代边疆问题的研究背景时
称：“辽吉失陷，举世震惊，京粤握手，合力对外，然东北
之严重如故，西南之纠纷未已，初则因英印之挑拨，而发
生康藏之争，继之以青藏之争，回康之争，川康之争，康
事益复紊乱；西北，初则因考察团而发生中法学界之争执，

继则因政治问题而发生金马之冲突，终则因国际之牵引而
造成南疆之独立；云南则班洪事件之扩大；海南则西沙群
岛之被占；而内蒙复于 ‘东北问题’未解决之前，忽要求
高度自治；四面楚歌，千钧一发！”⑤可以说，大学中边疆
问题研究的兴起是大学师生对边疆危机积极而直接的应对。

１９２８年５月 “济南惨案”发生后，清华师生忧患于国
家民族之危难，于同年１２月发起成立 “边疆问题研究会”，

旨在促进师生对边疆人文地理、风俗民情等方面的研究，

其后几年的研究活动主要包括制订工作计划、收集边疆研
究资料、邀请校内外知名专家演讲、积极推动校内边疆问
题研究及编辑出版 《华北日报》的 《边疆周刊》等。⑥ 同
年，南开大学成立了 “蒙满研究会”，后改名 “东北研究
会”，主要致力于东北边疆及民族问题的研究。１９２８年中
山大学成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其研究重点是西南边疆少
数民族，发行的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

多刊载有关西南民族研究论文，１９３２年 “为挽救国家危亡
计，为发扬科学探讨计，为唤醒政府及民众注意西南边疆
问题与设施计”，⑦ 中山大学西南研究会成立，出版专刊
《西南研究》，主要刊载西南边疆研究论文。⑧１９３４年，燕京
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三校师生共同筹建 “禹贡学
会”，并创办 《禹贡》半月刊，１９３６年学会在燕京大学正
式成立，主要参与者有顾颉刚、谭其骧、钱穆、黄文弼、

张国洤、顾庭龙、侯仁之等，学会 “以集合同志研究中国
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为宗旨”，后逐渐转向边疆史地、民族
研究，成为传统史地边疆研究近代转型的标志。另外，

１９３４年秋，金陵大学在教育部补助下由徐益棠开设边疆问
题讲座，有力地推进了金陵大学边疆问题研究的深入开展。

同一时期，四川大学在新任校长任鸿隽的指导下于法学院
成立西南社会研究所，由胡鉴民主持，惜任鸿隽不久去职，

学校边疆研究工作陷入停顿，而华西协和大学的边疆研究
学会在研究力量、研究成果等方面却有了很大发展，甚至
于在国际学术界也取得了相当的地位。

（二）“边疆转向”与全面抗战开始后大学边疆研究的
兴盛

１．全面抗战开始后大学在边疆问题研究中的主导作用
马长寿在论及１９３７年以来十余年间边疆问题研究进展

时称：“民国二十五年之前，中国学术界曾一度呈现突飞猛
进的进步，但自抗战军兴，这种进步现象停滞了。国家的
财力人才都集中于抗战。学术界人士虽然靠他们的修养有
素，固守岗位，不愿见异思迁，但是因为生活的物资不足，

研究的设备不够，所以影响研究心情与工作效率，使前后
工作不能相接，或者进行迟缓。不过这种说法不能包括边
疆研究在内，尤其是西南边疆的研究，它和其它学科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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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恰然相反，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⑨

这种 “空前的热烈与紧张”的边疆研究氛围与大学的
努力密不可分，体现了大学在此一时期边疆问题研究中的
主导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及西南边疆于抗战建国
的重要性愈加明显，边疆开发中出现了 “文化救国”与
“实业救国”两条展开路径，而南京国民政府对于边疆问题
研究较之前更为重视，１９４１年３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八中全
会，在其边疆施政纲要中明确提出：“设置边政研究机关，

敦请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计划边疆建设问题，以贡献政
府参考，并以提倡边疆建设之兴趣。”⑩与此同时，大学中
以配合 “实业救国”特别是 “文化救国”而开展旨在唤醒
中国各民族 “同源”意识、进一步增加中华民族凝聚力以
共同抵抗外侮的边疆问题研究趋势极为明显，其中关于中
华民族形成史的研究、中国边疆历史地理沿革史的研究、

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及生活现状的研究、边疆教育现状
及其改进策略的研究等更加关注边疆现实问题，进一步凸
显了边疆研究 “经世致用”的特色，而兴起于全面抗战爆
发后高校的大规模内迁、边政学及其它相关学科在大学中
的进一步发展瑏瑡以及国民政府对大学边疆问题研究的支持

等，使得此一时期大学边疆问题研究逆势而盛，成为 “乱
世中的显学”，很多深具影响的边疆研究团体在大学中纷纷
建立并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工作，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
不断出版，大量有质量的边疆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在各种
学术期刊陆续发表。

对 《边政公论》论文特约撰稿人及实际论文作者群体
的分析可以看到此一时期大学在边疆问题研究中的地位与

影响。《边政公论》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边疆
问题研究学术期刊之一，由隶属于蒙藏委员会的中国边政
学会主办，自１９４１年创刊至１９４８年１２月终刊，历时八年
有余。在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出版的最后一期 （即第７卷第４期）

中刊发了 《本刊特约撰稿人》名单，总计８０名特约撰稿人
中，大学教授、副教授等共５０名，占到６２．５％，主要集
中于中央大学 （７名）、华西协和大学 （４名）、清华大学
（８名）、中山大学 （３名），燕京大学 （３名）、金陵大学
（３名），云南大学 （２名），浙江大学 （３名），北平师范大
学 （２名），武汉大学 （３名），其它高校如西北大学、西北
师范学院、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都有学者名
列其中，瑏瑢这些大学学者除了极少数未给 《边政公论》实际
撰稿外，绝大多数在 《边政公论》上刊发了少则一两篇、

多则六七篇的论文，个别学者甚至刊发了超过十篇的边疆
研究论文，特约撰稿人的分布情况体现了大学学者在边疆
问题研究中无出其右的学术影响力。

《边政公论》刊发总共２７４篇论文，其中１６１篇左右论
文由发文超过２篇的３１位大学学者撰写，占总发文量的比
例超过６０％，如果加上其他发文１－２篇大学学者的论文，

整个大学学者群体在 《边政公论》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占总
发文量的比例超过７０％，瑏瑣 所涉及的学科有民族学、社会
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边政学、地理学、农学等
学科，具体研究领域则包括历代治边史、边疆治理、民族
历史、民族社会、民族宗教、民族语言文字、民族法律、

民族人口、民族教育、民族经济、民族艺术、边疆资源环

境、边疆气象、边疆畜牧、边疆交通、边疆农业土壤、边
疆农业经济等方面。

２．全面抗战时期大学边疆研究活动的兴盛
全面抗战开始后，伴随着大学向西部转移，大学的学

术力量自然也发生转移，大学边疆研究机构的分布格局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西南的昆明、重庆、成都、贵阳成为边
疆研究的重镇，地处西北的西安及兰州也聚集了一些边疆
问题研究专家，大学的边疆问题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
况。这种情形的出现有着多重的因素：在边疆研究学术价
值得到广泛认同的基础上，西南及西北边疆战略地位的凸
显使边疆研究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边疆研究更为紧迫、

急需，一些内迁高校的相关学科在学术研究上出现了明显
的 “边疆转向”（“西南转向”或 “西北转向”），一些原在
西南及西北的高校在其它高校的帮助下边疆研究也开始发

展起来；大学的内迁为其研究人员更为方便地从事不同领
域的边疆研究提供了远较以前便利的地域优势；国民政府
对于边疆研究的重视及提倡特别是大学学者 （和其它科研
机构研究人员、学者型政府官员等）高度的学术自觉及社
会责任感成为推进边疆研究的重要力量。

在昆明的大学中边疆问题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西南联

大和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组建后，其文科初设历史社会学
系，１９４０年夏又分为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研究
院于１９４４年１２月恢复社会学研究部，而北京大学文科研
究所含有人类学。南开大学迁至昆明后，１９４２年７月得到
石佛铁路建设经费的资助后成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在陶
云逵的负责下开展边疆问题调查研究，并出版 《边疆人文》

杂志三卷共１８期和 《语言人类学专刊》。瑏瑤除此之外，西南
联大又有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云南地质调查所等研究机构从事边疆问题研究。

云南大学的边疆问题研究的开展得益于燕京大学社会

学系的帮助，１９３９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吴文藻代表
燕京大学在云南大学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
地调查工作站，１９４０年迁至呈贡魁阁，由费孝通负责，汇
集了一批学术精英与青年才俊开展研究，在边疆问题研究
方面硕果累累，开创了有名的 “魁阁时代”。１９３９年１月，

在滇知名学者于云南大学发起成立了 “云南民族学研究
会”，瑏瑥１９４１年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成立，主要从事西
南开发、西南移民、西南地理及西南民族史方面的研究，瑏瑦

主办 《西南边疆》杂志，并先后编印 《西南文化研究丛书》

共１１种。

中央大学１９３８年迁往重庆后，于１９４４年设立边政系，

凌纯声、韩儒林、卫惠林及芮逸夫、董同龢等著名学者先
后任教并从事相关研究。１９４１年中央大学理科研究所地理
学部成立，边疆地理与气象研究成为其研究中心之一，主
要研究人员有胡焕庸、严德一、陈正祥等。瑏瑧

相较而言，全面抗战开始后的成都以华西协和大学、

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为
基地，汇集了更多的边疆问题研究学者。各大学迁来成都
后，有兴趣研究边疆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社会环境的学
者增多，１９４１年２月一批大学教授、学者及社会名流发起
组织 “中国边疆学会”，对边疆进行调查、研究、设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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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会的基础上成立华西边疆文化研究所，由李安宅主持，

以研究华西边疆，并造就华西边疆服务及教学人才为目标，

以谋改进华西边疆为宗旨，主要研究人员包括郑象铣、于
式玉、任乃强、蒋旨昂等，组织出版 《中国边疆》杂志，

与此前存在的中国边疆学会、华西边疆研究会等机构互相
配合又各自独立地开展边疆调查研究及相关出版、展览及
演讲等活动，在康藏社会文化研究方面成就显著。瑏瑨

一些高校在未西迁之前便有良好的边疆研究基础与传

统，西迁之后，由于地近边陲，研究条件的便利使边疆研
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如中山大学素来注意边疆研究特
别是西南边疆研究，成果丰硕，自１９４０年秋自滇迁返粤北
坪石后，在杨成志等人带领下西南民族研究持续推进；瑏瑩金
陵大学对于边疆研究亦有较好的传统，曾组织专门学会从
事边疆问题研究与探讨，自１９３８年２月迁到成都后，于社
会学系下成立了边疆研究室，研究工作主要包括 “室内研
究工作”、“实地研究工作”和 “出版及学术宣传工作”等
多个方面，在社会学系主任柯象峰及边疆问题研究专家徐
益棠指导下于西康及峨马雷屏等地开展调查研究活动，瑐瑠并
编辑出版有 《边疆研究通讯》、《西南边疆》等刊物。

学术研究的 “边疆转向”在燕京大学及西北联大等高
校中表现得则更为明显。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区研究开
创了中国大学社区研究之先河，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４１年间，燕
京大学社会学系先后选择北平北郊清河镇及燕京附近之平

郊村等地从事社区研究，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燕京大学被迫迁往成都，社会学系的社区研究重心开始向
边疆社区研究转移，如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林耀华 “于
西南边疆起始对倮倮、藏番、嘉戎各民族作实地考察研
究”瑐瑡。西北联大由西迁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北洋
工学院等校合并建立，１９３８年分为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
院、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及西北医学院等五校。西北
联大及以后分设的五校在科学研究上也非常重视对西北地

区包括边疆问题的研究，在西北边疆历史学、民族学、教
育学、地质学、生物学、地理学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并对各大学其后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其中如黎
锦熙在对西北地方志的研究中提出了系统的现代方志学研

究理论，其它如李式金对西藏、青海、川康喇嘛教的研究，

杨兆钧对青海撒拉族文化的研究以及黄国璋、殷祖英、王
钧衡等人对边疆地理的研究等，在学术上都有开拓之功。瑐瑢

特别是在１９４４年西北大学边政系成立后，对于边疆调查研
究非常重视，师生多次前往西北各地 （特别是新疆及甘肃、

青海等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调查研究，并与历史系
及中国边疆研究会城固分会联合主办 《边疆问题十讲））等
学术讲座，对研究边疆问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瑐瑣

除以上所述高校外，在大夏大学、四川大学、金陵女
子文理学院、兰州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政治大学、

复旦大学、贵州大学等诸多高校中，有的通过设立专门边
疆问题研究机构开展边疆问题研究，有的虽未设专门边疆
问题研究机构，但亦有学者对边疆问题做长期之专门研究。

总体来看，与全面抗战前情形相较，全面抗战开始后大学
学术研究的 “边疆转向”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并持续至抗
战胜利后，以１９４７年计，全国５３所公私立大学中，深度

参与边疆问题研究者近２０所，瑐瑤且多为公私立大学中的佼
佼者，形成了以公私立大学为主导、其它公私立独立学院
及专科学校为辅助的高校边疆问题研究格局，研究者中不
仅有众多学有专长的教授，也有很多有志于边疆研究的学
生，他们立足于不同的学科领域，采取独立开展研究或与
其它高校、政府部门开展合作研究的途径进行边疆研究，

通过编辑边疆研究期刊、开展边疆调查、发表边疆研究论
文、出版边疆研究著作、举办边疆问题学术讲座等方式，

将我国的边疆问题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３．边疆危机的缓解与全面抗战胜利后大学边疆研究的
消退

同整个边疆研究开展的态势一样，大学的边疆研究开
展与其时中国社会的时局息息相关，边疆研究能逆势而盛
成为 “显学”，大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抗战
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和大学的还校，大学边疆研究在经
历了一段时期的辉煌后，出现了消退的迹象。至国民党撤
台前，虽然有的大学也成立了新的边疆研究团体开展边疆
研究，瑐瑥 一些大学原有的边疆研究仍在持续，瑐瑦 但从整体上
看，在边疆危机有了很大程度上的缓解后，研究者对边疆
研究重要性的认同度逐渐下降，大学的还校也大大削弱了
原先大学所具有的开展边疆研究的地理优势，原来炽热一
时的边疆研究出现退潮并开始走向衰微，边疆研究日益淡
出大学学者的视野，围绕边疆问题多学科同时开展研究的
状况不复存在，“各个学科就都各归各位了，就是人类学就
归人类学了，民族学就归民族学了。”瑐瑧以各大学抗战胜利
后社会学系研究活动的开展为例，在各大学还校后，除少
数大学边疆社会研究继续进行外，多数大学原有的边疆社
会研究大都消退，转而选定都市社区为其调查对象开展都
市社区等研究。瑐瑨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边疆研究理论与
方法的探讨及实践

（一）对边疆问题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的

探讨及实践是以大学学者为主体展开的。从晚清至１９４９年
之前的半个多世纪是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初建时期，始终贯
穿着对学术研究理论与方法问题的探讨，甚至可以说，学
术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本身就是学术研究历程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学术界对学术研究理论与方
法探寻的敏感性与紧迫感有所不同而已。具体到南京国民
政府时期，对边疆问题研究应持有的理论与应遵行的方法
的探寻伴随着中国社会学、民族学及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学
术体制建设的进程而展开，并在特殊的时局呈现出前所未
有的紧迫感。徐益棠在谈到全面抗战前后国内学术界对学
术研究理论与方法探讨的重要性时称：“国难严重，民族复
兴之说，尘嚣甚上。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中国科学出版社
出版一书曰 《科学的民族复兴》，此书虽非专指边疆民族而
言，然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华民族，以科学知识解释中华民
族之著作，当以此书为嚆矢，盖其时社会上流行 ‘民族复
兴’之口号而始终不知民族究如何复兴也，不数月而抗战
军兴”。瑐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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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边疆问题研究的开展
始终与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联系在一起，内化于
大学社会学、民族学及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学术规范模式的
建构过程中。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除对西方
社会学等学科中的进化学派、历史学派及功能学派、传播
学派及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民族学等方面的原著等进行翻译

出版外，也对西方相关的各个学术流派的理论与方法进行
介绍。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也基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开始
了对民族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探索，对
学科研究的对象、目的、理论、方法进行阐述，出现了百
家争鸣的学术发展态势，其中影响最大的则为以吴文藻、

李安宅、费孝通及林耀华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的功能学派和
以凌纯声、卫惠林、陶云逵、芮逸夫及马长寿、徐益棠等
为代表的中国的历史学派，前者以燕京大学为中心，更多
地将民族学与社会学融合在一起，主张用民族学、社会学
等学科的观点与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民族与社会的实际问

题，后者则以中央研究院为中心，更多地将民族学与历史
学结合在一起瑑瑠。尽管两者之间存在差别，但吸收国外相
关理论与方法，并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本土化改造的
学术自觉意识却是共有的，有的学者甚至主张根据中国民
族学研究的实际对西方相关理论与方法 “择善而取”的综
合意识：“民族学者欲求得关于民族文化的精确知识，也得
综合各种探讨的方法……我们颇希望功能与体相派的生理
学、腺学、体格学式的研究法去研究边疆民族文化。但是
功能或体相研究的大前提是在知道其文化形态之后，因此，

历史重造派的详尽的文化形态描写也为必不可少的入手步

骤。我们须得综合各法，择善而取，以应当今之需要而树
百世之基”。瑑瑡

（二）边疆问题研究中调查研究方法的倡导
如果说相关学科的发展、研究团体的成立为开展边疆

问题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学术体制和学术组织保障的话，调
查研究方法的应用则为边疆问题研究范式的实质转换、边
疆问题研究目标的有效达成提供了合适的途径。不管是中
国的功能学派还是中国的历史学派，对实地调查研究的强
调是共同的，对其后我国边疆问题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调查研究方法的应用蔚然成风，其价值与意义不可低估。

边疆调查研究作为一种获取边疆研究材料的方式，不
仅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极为丰富的研究材料，也反映了学者
学术研究观念的深化和研究视野的扩展，同时也是边疆问
题研究者更加有效地研究边疆问题、谋求边疆问题的解决
进而推进边疆社会改造的必要手段；边疆调查研究不仅可
以帮助边疆工作者更好地从事边疆服务工作，而且通过边
疆调查研究可以帮助民众更好地了解边疆文化、认识边疆
危机，换言之，边疆调查研究不仅是研究边疆的基础，也
是宣传边疆、服务边疆的基础；以调查为基础的边疆问题
研究不仅可以帮助学者实现求真务实的学术追求，体现学
者经世致用、抗战建国的学术情怀，更为众多留学海外的
学者将国外相关理论进行验证和本土化、推进中国相关领
域学术研究提供了最有效的学术试验田。

在２０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国内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关于

民族方面的调查和采风之类的论文和报告发表，但由于时
代条件所限，在边疆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的多为外国人，多
数调查报告有明显缺陷，调查者未受过较好的专业训练，

调查不具体、不深入，听信他人传言妄记，不能正确分析
和解读相关材料，因此科学的边疆问题研究因研究方法的
缺陷而受到很大的限制。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调查研究方法在边疆问题
研究中日益广泛的应用，对调查研究方法本身的探讨也日
渐受到重视，如李济、凌纯声、林耀华、吴文藻、卫惠林、

吴定良、李安宅、杨成志、柯象峰、李景汉、言心哲、张
少微、梁钊韬等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对于调查研究方法
的重要性及其如何应用均有讨论，其中一些学者专门就调
查研究如何应用于边疆问题研究有详细阐述。瑑瑢 李安宅在
《实地研究与边疆》中称 “边疆的特点乃是实地研究者的乐
园，尤其是人类学者的正式对象”，而 “对于边疆，我们已
经有的，与其说是认识，毋宁说是误解，说是偏见，偌大
范围的边疆，外国人的报告，不管是曲解，还是事实，总
有数百种的专门著作；我们稍微谨严的东西则屈指可数，

哪能根据知己知彼的原则来出奇制胜呢？”瑑瑣杨成志在论及
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时也称：“在中国搞人类学，非到少数
民族地区调查就很难成功”。瑑瑤

李景汉和言心哲对人们忽视调查研究、轻视调查研究
在边疆社会改造中重要作用的错误认识提出了批评。李景
汉认为，“调查的主要任务是要发见事实。研究的主要任务
是要说明事实。事实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本来面目。

社会事实是我们人类共同生活的因果律。无论是哲学，是
自然科学，是文学，是艺术，若不建立在事实上，很难是
正确的”，但实际情况却是很多人对调查研究有一种似是而
非的观念，“他们总以为调查研究不过是属于学术方面的工
作，其对于社会国家的实际用处，是不很重要的，至少是
不急需的。这就是与人类幸福最有关系的政权是落在政客
的手里，甚至于 ‘疯人’的手里，而不是在社会科学家的
手里，不是在 ‘社会工程师’的手里的主要原因”；瑑瑥 而在
言心哲看来，民国以来谈社会改造的人不为不多，但社会
改造却鲜有成效，原因主要在于人们 “不察社会病源，先
开药方，不管社会的需要与否，国情如何，盲目的把西洋
各种思想、制度，尽量介绍，而这些思想与制度是否适合
国情，往往不加研究，所以已往的社会改造方案，大都药
不对症，不切实际，即以边疆问题而论，开发边疆，当然
是现在最重要的工作，但口号尽管喊得响亮，而注意实际
工作，去亲身实地调查的，恐不多见。”瑑瑦 与言心哲一样，

柯象峰在其 《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瑑瑧一文中对
如何进行科学的边疆社会调查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以上提及的李安宅、杨成志、柯象峰、李景汉、言心
哲等五位学者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分别在美国及法国等国
留学，回国后主要在华西协和大学、中山大学、金陵大学、

清华大学及复旦大学等高校围绕边疆问题等开展研究及教

学工作，他们对边疆问题研究中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视和提
倡不仅仅是对一种学术研究方法的提倡，也体现了其致力
于边疆改造的实用学风和经世情怀，同时也是对中国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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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建设道路的孜孜追求。
（三）大学中边疆调查研究的兴起
经过多年相关学科及学术组织的发展、学术研究队伍

的建设，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大学及各种研究机构
开始进行田野调查与实地研究，调查范围遍及东北、华北、

华东、华南和西南等各个地区，其中包括对云南、广西及
四川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或由
政府部门组织，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参与，或由各个大学、

边疆研究学会和研究机构组织，另外还有一些大学师生自
行组织的调查研究，调查的内容则主要包括人文社会和自
然科学两种类型。

大学中有组织的边疆调查始于１９２８年夏，其时受中山
大学语文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

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夫妇和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特
约编辑员容肇祖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

成志等到云南进行人类学调查。在史禄国及容肇祖短期调
查返回广州后，杨成志独自一人在云南等地进行了长达一
年零八个月的调查，后利用调查所得材料发表了 《罗罗族
的文献发现》、 《罗罗的语言、文字与经典》等２０多种著
作，“无论从调查的时间长度、调查的深入程度及调查内容
的明确方向和专门化等方面，都显示出他的此次调查是学
科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事件。”瑑瑨

在全面抗战开始前，大学学者便主持或参与了多次边
疆调查研究活动，如１９３４年秋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黄国璋
组织了云南边疆考察活动，瑑瑩并撰写了 《滇南人生与自然》、
《滇南边疆局势及今后应注意之点》等著作，引起学术界很
大反响；１９３５年金陵大学教授徐益棠对广西大藤山瑶族聚
居区进行实地调查，其后陆续将调查结果整理成 《广西象
平间瑶民的经济生活》、《广西象平间瑶民之生死习俗》等
多篇论文，发表于１９３７至１９４２年的 《地理学报》、 《金陵
学报》、《边政公论》、《中国文化研究汇刊》、《边疆研究论
丛》等期刊；１９３６年四川大学教授胡鉴民对川西羌族进行
了调查，而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的美国人葛维汉重点对川
南的苗族及川西的羌族进行调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
学前后陆续组织师生前往西北及西南边地进行考察。

全面抗战开始后，随着大学西迁，边疆研究力量也集
中在昆明、成都、重庆及贵阳、西安等地，使得边疆实地
调查研究具备了远较以往便利的条件，边疆调查研究也随
之大规模展开，边疆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陆
续产生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著作。１９３８年夏季第一次西康科
学调查团成立，成为 “边疆调查团”之肇始，分社会科学
及自然科学两队，社会科学部分调查由金陵大学社会学系
承担，自然科学部分分地质、畜牧、水利、生物等小组，

由中央大学、复旦大学、西北农专、导淮委员会及教育部
医学教育委员会共同承担；在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９年，特别是
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西南联大 （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及南开大学的各个边疆研究机构）、中央大学、云南大
学、金陵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大夏大学、中
山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的师生对西南及西北
边疆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的实地

调查材料，撰写了一大批有质量的调查报告，也出版和发
表了许多学术论著，其中包括：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
的陶云逵等人和云南大学魁阁研究室的费孝通、李有义和
胡庆钧等人及华中大学的游国恩等人分别对云南各地的调

查，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的柯象峰、徐益棠等人对西康等地
的调查，华西协和大学的李安宅、任乃强等人及四川大学
的冯汉骥、燕京大学的林耀华、西南联大的曾昭抡等人分
别对川康藏区及彝族地区的调查，大夏大学的吴泽霖、陈
国钧、张少微及岑家梧等人对贵州民族地区的调查，中山
大学文科研究所及社会学系的师生对云南、四川等少数民
族地区的调查，西北大学的杨兆钧等人对青海循化及甘肃
拉卜愣寺等地的调查及中央大学的胡焕庸、丁骕等人对新
疆及甘肃等地的调查等。除此之外，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
边疆服务部自１９４０年起每年夏季组织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
团对川西地区进行考察，教育部也于１９４１年组织了第一次
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分两路分别对川西及西康等地进
行考察。瑒瑠

由大学师生组织或参与的边疆社会调查研究是当时边

疆社会调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一批理论素养深
厚、训练有素的大学学者组织的调查研究有着较高学术水
准。这些调查研究活动贯穿于整个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而以全面抗战时期为高潮，体现了以大学学者为主的一批
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献身精神与学术自觉。这些调
查研究范围涉及到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通过
调查加深了人们对于边疆地区社会、人文、地理及自然资
源等方面的了解，为南京国民政府抗战救国方针下各种相
关具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依据。通过调查研究
的开展为种种学术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应用提供了绝佳的试

验田，推进了大学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中国化进程，大
量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学术成果不断出现并产生了积极的

学术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大学相关学科学术的发
展。同时，围绕边疆研究而开展的调查研究活动聚集了不
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众多大学学术团体的形成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同时也为大学相关学科人才的培
养提供了难得的实践研究基地，一批批学术新秀通过调查
研究活动的开展而崭露头角。

四、政府对大学边疆问题研究的介入
及其效果

整体上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对边疆问题的研究
是相对独立的，大学学者通过个体的独立研究、大学中相
关系所的有计划组织或大学之间的联合研究瑒瑡等多种方式

展开对边疆问题的研究。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大
学的边疆研究亦有关注与介入，从而对大学边疆问题研究
产生了一定影响。其途径除了由各级政府部门主导的边疆
调查研究项目及边疆问题学术演讲外，瑒瑢主要通过为公私立
大学边疆问题研究提供经费资助并为其指定研究主题的方

式进行。

南京国民政府对边疆文化团体及边疆研究机构的资助

主要通过教育部来推行，１９３４年教育部开始补助金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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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徐益棠开设边疆问题讲座，而对于公私立大学边疆问
题研究有计划的资助则始于１９３９年补助各大学院校设置边
疆建设科目及讲座，其后资助学校范围每年略有变化。

１９３９年补助边疆建设科目及讲座者有复旦大学及云南大
学，１９４０年增加大夏大学，１９４１年又增加西北大学及华西

协和大学，至１９４２年因复旦大学边疆农垦科停办而停止对
其补助外，另增加金陵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及
西陲文化院，１９４３年停止对西陲文化院的补助，增加东北
大学，改以问题研究为中心，具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４３年教育部资助各大学开展边疆研究工作情况简表

校名 校址 研究中心问题 工作概况

国立西北大学 陕西城固 西北边疆建设
之研究

１、已设西北边疆史、维吾尔文等科目，本年增设蒙文科目；２、设置西北历史语
文研究室；３、设西北边疆建设讲习；４，添辟西北文物陈列室。

西北师范学院 陕西城固 伊斯兰教之研
究

１、已设西北边疆史地等科目；２、派陆懋德教授赴河西走廊考察；３、派王心正
教授赴湟水谷地考察。

国立东北大学 四川三台 蒙古问题 开设蒙语文及蒙古问题讲座

私立金陵大学 四川成都 川康青边 １、文学院社会学系设有边疆研究组；２、设边疆史地通论、西南边疆等科目；３、
整理康亻罗傜羌等文物。

私立华西大学 四川成都 西藏问题
１、设边区地理、边政史、边区社会学、边区民族学、边区风俗学等科；２、编辑
《边疆社会合作》、《西康地理调查报告》、《藏民妇女》、《拉卜愣寺院制度》、《黑
水调查报告》等书；３、考察□□□ （原缺）风。

国立云南大学 云南昆明 云南边疆问题 １、研究云南边地社区问题；２、调查滇边江心坡一带边胞分布状况及实际生活情
形。

私立大夏大学 贵州贵阳 贵州民族研究
１、继续研究下列各专题：（１）边疆文化与中原之关系；（２）西南边疆社会问题；
（３）历代贵州苗夷与政府之关系； （４）贵州氏族村落之文化及其地理因素。２、
调查：（１）黔南仲家氏族村落之文物制度；（２）贵阳附近汉人氏族社会之组织。

国立中山大学 广东坪石 边疆历史语文
之研究

１、设置边疆行政、边疆教育、边疆社会问题、中国民族政策史、中国边疆问题、
民族学专题等科目；２、考察粤北、湘南、桂省各边地边胞文化；３、搜集西南边
地文物，至研究其史地社会等问题。

　　注：本表转引自 《教育部关于１９４３年度边疆教育工作报告》，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教育 （二），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０４－２０６页。原文两处有误：第２０５页 “国立西北大学”应为
“国立东北大学”，同页 “西北华西大学”应为 “私立华西大学”。

　　表１中大学除中山大学外，主要分布于陕西、甘肃、

四川、云南及贵州等西北、西南各省，内容包括设置边疆

研究机构、开设与边疆有关的课程及讲座、开展西北及西
南边疆社会调查研究、整理边疆文物及编辑出版边疆研究

著作等。１９４４年中央大学及西北大学增设边政系后，补助
费大受影响，仅指定金陵、大夏两所大学及西北师范学院

分别研究康藏教育制度、西南氏族文化及西北边地语文及

史地等问题，１９４５年又增加华西大学研究康藏寺庙教育。

至１９４６年各大学复员， “乃依据边疆新形式，及各校分布

状况，改为分区研究办法，分别指定云南、贵州、中山、

浙江、华西、金陵等大学及西北师范学院，分别研究夷、

苗、番、黎、康、藏、蒙、回各族教育文化。三十六年
（１９４７年，作者注）复停止补助中山、金陵两大学，集中经
费补助其余各校赓续研究”瑒瑣。到１９４８年，由教育部补助设
置边疆讲座的大学教授有金陵大学、云南大学及西北大学

等六所。瑒瑤

不可否认，教育部对各大学边疆研究的补助对于大学

边疆研究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是

非常明显的。曹树勋认为， “此项研究问题之确定与分配，

自较散漫的设置科目或讲座为进一步。然分头工作，各不
相谋，既无交互参证之便，且有人才浪费之虞”。瑒瑥因物价暴

涨、经费拮据及研究力量分散、补助政策欠缺持续性等因

素，这种指定性的大学边疆研究活动的影响远不及其时各
大学自主性的边疆研究活动的影响来的持久和深远。

五、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边疆研究的
特点及其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的边疆问题研究因其特殊的学

术研究境遇而表现出诸多特点，也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
响。首先，这一时期大学边疆问题研究具有浓郁的经世致
用的学术研究取向。在国难危重的背景下，大学学者以其
经世致用的学术情怀自觉地投入到边疆研究中，通过边疆
研究来认识边疆、宣传边疆、开发边疆，以期救亡图存，

解救民族危难于倒悬，大学学者边疆调查活动的开展、边
疆研究论著的撰写及边疆研究人才的培养无不体现了经世

致用的学术取向，形成了中国边疆研究史上前所未有的一
次高潮，在强调边疆研究学术品质的同时，重视边疆研究
为政府决策服务的功能，发挥学术研究于普通民众启蒙与
宣传的价值；其次，这一时期大学边疆问题研究具有鲜明
的综合化的研究趋势。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大学学者在边
疆民族、宗教、语言、历史、地理、习俗、人口、环境、

地质、水利、农林、畜牧、交通等众多领域展开研究，大
大突破了传统边疆史地研究的范围，深化了大学学术研究
与边疆社会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诸多相关学科
的发展水平；再次，这一时期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也体现了
开阔的边疆研究视野。它是中国学者基于学术理性将西方
相关学术思想、理论与方法与中国边疆具体情况相结合的
有益探索，其结果是多元的中国边疆研究流派雏形的出现，

它提倡重视边疆研究与边政人才训练、边疆宣传和服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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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有机联系，并通过田野调查等方式将学术研究与人才
培养结合起来等，不仅对当时大学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
影响，也为当代中国边疆研究或 “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我们当下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
研究可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如科学的本土化的边疆研究
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如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途径及
边疆研究人才的培养方式，如综合应用分属于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两大领域的诸多学科的整体性思维，如理论研究

与实践研究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并存的研究取向，

以及边疆调查研究、边疆社会服务及边政人才训练有机结
合的学术构想等。除此之外，非常重要的是，从学术发展
的继承与创新的内在理路看，当前边疆研究的开展应在继
承以往边疆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
大学学者为主体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整理与客观

分析，对当前边疆研究的开展也是十分有益的。

［注　释］

①　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
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第５７页，黑龙江教育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

②　徐益棠： 《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边政公论》，１９４１年第５－６合期。关于二十世纪三、

四十年代以前外国人对中国边疆的考查情形可参见吴

传钧：《近百年来外人考察我国边陲述要》， 《边政公
论》，１９４４年第５期。

③　据孙本文先生统计，至１９３０年中国社会学社成立时，

有１１所大学独立设立社会学系，２所大学中社会学系
与历史学系合设，有２所大学社会学系与政治学系合
设，另有一所大学社会学系与人类学系合设，参见孙
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第２２５页，胜利出版公司，

１９４８年。

④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统治地位的确立，鉴于边疆
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政治、民族、宗教、习俗、语
言、经济及交通等方面的复杂情形，出于政令通畅以
扩展中央政府影响力的政治目标，对边疆人文史地等
调查研究在巩固国防及维护民族统一方面重要作用的

认识日益清晰，因而南京国民政府对于边疆问题研究
的重视程度较之北洋军阀时期大有改观，“中央对于各
边区，亦改变其昔日羁縻与放任之态度，而以研究为
施政之根本大计，于是令参谋部、内政部、教育部、

铨叙部及蒙藏委员会合组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参见
徐益棠： 《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边政公论》，１９４１年第５－６合期；１９２９年 “蒙藏委
员会”成立后专设调查室、编译室、学术研究会以及
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以期从事边疆调查、边疆问题研
究，而此后又开设蒙藏学校及蒙藏研究班，专门培养
边疆人才和边疆研究队伍。１９３２年，蒋介石曾秘密组
织国防设计委员会，责令 “研究西北、蒙古、新疆、

西藏等边疆问题”，参见钱昌照： 《国民党政府资源委
员会始末》，载全国政协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 （第
六辑）》第２２页，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其后

１９３５年国民党 “五大”又通过了计划周密的 《在国难
严重时期应集中一切力量充实国防建设案》，成立了
“边疆调查局”，明确提出了 “派遣富有方舆知识及军
事经验人员，驰赴各边境，调查军事要地，统计记载，

以备利用”的主张，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
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 （二）第

５１６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⑤　徐益棠： 《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边政公论》，１９４１年第５－６期。

⑥　参见金富军：《清华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考察》，《中国
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⑦　《国立中山大学西南研究会成立宣言》， 《西南研究》，

１９３２年创刊号。

⑧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山大学在西南边疆问题研究
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时中山大学西南边疆研究的
倡导者杨成志谓 “本大学十余年来对西南边疆问题之
研究，素具注意，如研究文科所对于西南民族之调查，

农科研究所对于农村与土壤之考察，两广地质调查所
对于地质之探讨，地理与生物两系对边区地势与动植
物之检查，前后继续曾刊行不少专门学术之报告。”见
杨成志：《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青年中国
季刊》，１９３９年创刊号。

⑨　马长寿：《中国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央
周刊》，１９４７年第１１期。

⑩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主席团：《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
宗教间之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
施政纲要》，《边政公论》，１９４１年第１期。

瑏瑡　此一阶段的边疆问题研究更体现了其作为一个庞杂的
学术研究体系的特征，高校相关系科的建立及课程的
开设为边疆问题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其时
在以顾颉刚、谭其骧等为代表的学者在燕京大学、南
开大学、辅仁大学等大学开设 “古代地理研究”、 “中
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等课程后，中山大学、暨南大学、

四川大学等大学也在文学院下开设史地研究课程；另
外，１９３９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 《教育部订定之专科以
上学校实施战时教程》，明文规定高校酌量增设一些有
关民族文学的科目，一些高校如北京大学、中央大学、

金陵大学等相继在文学院下设立日文、俄文、蒙文等
学科，同年中山大学文学院成立 “边疆学系”。１９４４年
中央大学及西北大学开设边政学系，兰州大学于１９４７
年设立了专门的边疆语文系。除此之外，内迁的清华、

北大、南开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以原清华大学社会学
系为基础成立了社会学系，并开设人类学、民族学、

社会学等相关课程。在这些系科开设的课程中，“边疆
学系”、“边政学系”课程自然以边疆问题为核心，即
使在社会学系的课程中，对民族及边疆问题的关注也
是一个特色，如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于１９３９年修订大
学课程时，“析社会学系为三组：城市，乡村与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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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民族学为社会学系公共必修之科目，于是民族学
在大学课程中之地位始确定焉”，参见徐益棠： 《十年
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边政公论》，

１９４１年第５－６期；而１９４４年修订的全国高校社会学
系课程设置计划中，供社会行政专业选修的１８门课程
中，有５门涉及边疆问题，包括边疆民族问题、边疆
语言、边疆行政、边疆教育及边疆社会工作等，参见
郑杭生等：《中国社会学史新编》第７２页，高等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瑏瑢　如果将第５卷第２期 （列有８０人），第６卷第１期 （列
有１０人），第６卷第２期 （列有８５人）所刊登的特约
撰稿人都统计在内，则共有９０位，大学学者始终占有
六成以上的比例。

瑏瑣　在 《边政公论》上发表论文１－２篇的大学学者名单可
以列出一长串，在各个领域有名望的专家就有很多，

如吴文藻、马长寿、蒋旨昂、白寿彝、杨成志、言心
哲、方国瑜、曾昭抡、柯象峰、于式玉、梁园东、袁
复礼、陈序经、谢再善、李有义、刘德生、张丕介、

杨兆钧、戈定邦、黄瑞采、李絜非、张一纯、雷金流、

胡耐安、吴文晖、姚薇元、杨汉先、张维华、黄国璋、

胡翼成、欧元怀、高华年、谭英华、王文萱等。在
《边政公论》各期刊登的 《本期著者略历》中，可以很
直观地看到大学学者的影响力，如１９４３年第１－２合
期 《本期著者略历》所录１４位作者中，除薛桂轮、程
冶民、蒋君章及陶贤 （国立编译馆编审丁实存先生笔
名）４位作者非大学学者外，其余１０位均为大学教授，

包括西南联大的吴泽霖、陶云逵和张印堂，金陵大学
的卫惠林和徐益棠，燕京大学的林耀华、金陵女子文
理学院的刘恩兰、西北大学的李式金、华西协和大学
的闻宥及中央政治学校的张丕介等。

瑏瑤　其研究活动的开展可参见编者：《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
究室概况》，《图书季刊》，１９４４年第２－３合期。

瑏瑥　参见刘兴育：《云南大学学术史料丛书·学术卷 （１９２３
－１９４９年）》第４－５页，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瑏瑦　编者：《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近况》，《学术界
消息》，１９４４年第２－３合期。

瑏瑧　编者： 《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研究部近况》， 《学术界消
息》，１９４４年第２－３合期。

瑏瑨　编者： 《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近况》， 《文史杂志》，

１９４５年第９－１０合期。

瑏瑩　编者：《中山大学边疆民族研究工作积极推进》，《边疆
研究通讯》，１９４２年第３期。

瑐瑠　参见编者： 《本校边疆研究之新动向》， 《金陵大学校
刊》，１９４０年第２７３期；编者： 《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概
况》，《中国社会学讯》，１９４７年第１期。

瑐瑡　编者：《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概况》， 《社会建设》，１９４８
年第１期。

瑐瑢　参见张岂之：《西北联大与开发西北：中国高教史上的
重要篇章》，《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５日。

瑐瑣　参见西北大学校史编写组：《西北大学校史稿》第１２５
页，西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瑐瑤　“深度参与”指有专门研究机构或专人从事边疆问题研
究且在全国有一定影响者。１９４７年的公私立大学中，
“深度参与”者主要包括公立大学和独立学院中的中央
大学、政治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

西北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
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贵州大学、云
南大学及西北师范学院等，私立大学主要包括金陵大
学、燕京大学、大夏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及齐鲁大学
等。

瑐瑥　如 “国立四川大学边疆研究学会”于１９４７年９月成立，

是一个由四川大学有志于边疆研究的学生发起成立的

研究团体，主要目的为 “深切研究边疆各民族文化”

及 “普及并提倡国人对于边疆问题之注意与研究”，其
工作主要包括开设藏文班、出版 《中国边疆》杂志、

邀请边疆研究专家做定期讲演、主办 “边疆风物展览”

及深入大小凉山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等。参见沈达
铭：《介绍西南的新兴边疆研究团体 “国立四川大学边
疆研究学会”》，《边疆通讯》，１９４８年第１期。

瑐瑦　如１９４８年西北大学边政系组织包括蒙文、藏文及维吾
尔文专家及学生前往兰州、星星峡、哈密及乌鲁木齐
等地，对西北边疆进行综合性考察，考察内容包括边
疆语文、民族政制、宗教教育及经济现状，并进行地
形测绘和气象记录等工作，参见编者：《西北大学师生
实地考察边疆》， 《边疆通讯》，１９４８年第８－９合期；

燕京大学在抗战胜利后还校北平，在其社会学系继续
进行开始于１９３７年中断于１９４１年的平效村社区研究
的同时，西南及西北边疆的调查研究亦未完全中断，

见编者：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概况》， 《社会建设》，

１９４８年 （复刊）第１期。

瑐瑧　王利平等：《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边疆和边政研究———

李绍明先生访谈录》，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
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

瑐瑨　如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在还校后的主要研究工作包括与
江湾区公所合作进行的户口调查、协助上海儿童福利
促进会举办上海儿童福利机关调查及研究工作等，参
见编者：《国立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概况》，《中国社会学
讯》，１９４７年第６－７合期；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及金
陵女子大学还校南京后调整其研究方向，与中国社会
学社联合开展 “南京市社会学的研究”，参见编者：
《本社与南京三大学社会学系合作 “南京市社会学的研
究”》，《中国社会学讯》，１９４７年第３期。其它大学如
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社会学系的研究也大都以都市
社会学为其研究重点，边疆研究几近消失。

瑐瑩　徐益棠： 《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边政公论》，１９４１年第５－６合期。

瑑瑠　当然这种学派划分仅仅表达了学者大致的学术研究取
向，其内部也有差异与分歧，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派
划定。此一时期中国的 “历史学派”虽以中央研究院
为中心，芮逸夫、凌纯声及陶云逵等也曾在中央研究
院工作，但他们都有在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的经历，

其中芮逸夫、凌纯声及卫惠林都曾在中央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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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徐益棠、马长寿及陶云逵也主要在金陵大学及云南
大学等高校任教。

瑑瑡　陶云逵：《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膽》，《边政公
论》，１９４１年第５－６合期。

瑑瑢　除了下文论及的著作外，还包括凌纯声：《民族学实地
调查方法》，《民族学研究集刊》第１辑，中山文化教
育馆编辑，１９３６年；徐亦如：《实地研究与局内观察》，
《社会研究》，１９３５年第９３期；林耀华： 《从人类学的
观点考察中国近代社会》，《社会研究》，１９３６年第１０８
期；吴文藻：《文化表格说明》，《社会学界》第１０卷，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１９３９年；李济：《民族学发展之
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社会学学报》，１９４１年第

１期；张少微： 《研究边疆社会之内容方法及步骤》，
《边政公论》，１９４１年第３－４合期；林耀华： 《边疆研
究的途径》，《边政公论》，１９４３年第１－２合期；吴定
良：《边区人类学调查法》， 《民族学研究集刊》第４
辑，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１９４４年。

瑑瑣　李安宅：《实地研究与边疆》，《边疆建设》，１９４３年第

１期。

瑑瑤　杨成志：《我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载中山大学人类
学系编 《梁钊韬与人类学》，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

瑑瑥　李景汉：《边疆社会调查研究应行注意之点》，《边政公
论》，１９４１年第１期。

瑑瑦　言心哲： 《边疆社会调查与边疆社会改造》， 《边政公
论》，１９４１年第５－６合期。

瑑瑧　柯象峰：《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边政公
论》，１９４１年第１期。

瑑瑨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 （上卷）》第１１６－１１７页，云
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瑑瑩　编者：《母校地理系教授组织云南边疆考察团》，《国立
南高东大中大毕业同学总会会刊》，１９３４年第９期。

瑒瑠　以上调查活动的开展只是抗战期间大学主持或参与的
边疆调查活动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各大学师生还
参加了其它一些由政府部门、学术团体或大学组织的
考察活动。相关情况可参见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
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１９４１年第５－６
合期；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 （上卷）》第２１５－２４２
页，云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瑒瑡　编者： 《教会大学联合研究边疆社会》， 《边疆服务》，

１９４３年第３期。

瑒瑢　如蒙藏委员会为推进边疆问题研究以配合国民政府边
疆政策的施行，曾举办了四次边疆问题学术演讲活动，

先后邀请金陵大学教授徐益棠、中央大学教授卫惠林、

前中山大学教授梁瓯第及金陵大学教授马长寿等做相

关学术演讲。

瑒瑣　教育部边疆教育司编： 《边疆教育概况 （续编）》第６
页，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印，１９４７年。关于教育部补助
各大学边疆研究情形亦可参见编者：《云大等校设置边
疆建设科目》， 《教育通讯》１９４６年 （复刊）第９期，

及编者：《各大学边教研究工作获得补助》， 《教育通
讯》１９４８年 （复刊）第７期。

瑒瑤　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下半年教育部工
作计划》，教育部印，１９４８年。

瑒瑥　曹树勋：《边疆教育新论》第３６页，正中书局，１９４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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